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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大国兴衰与权力转移是国际政治中的亘久现象。从中国春秋

战国的乱世纷争,到近代的两次世界大战,崛起国与霸主国之间的遏制张力

始终是突破当时世界秩序甚至爆发剧烈战争的关键因素。然而,大国在崛

起过程中往往会小心谨慎,避免招致霸主国的遏制战。那么,导致霸主国从

旁观到参战的机制是什么? 本文就此进行了研究,并建立博弈模型,发现崛

起国与霸主国之外的第三国的互动不容忽视,霸主国观察崛起国与第三国

互动的信号,由此判断崛起国的属性究竟是维持现状还是挑战现状,进而决

定是否发动遏制战争。因此,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是否遵守道德规范、重视战

略信誉是一个重要影响因素。本文继而对中国古代商周朝代更迭、战国晚期

秦国统一、普法战争后的英德关系与二战前的英国对德由绥靖到战争的转向

等案例进行了分析,发现战略信誉和信号模型可以有效解释历史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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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研究问题

纵观历史,大国的崛起与霸权国的衰弱是一个循环往复的过程。不论

是大英帝国的崛起还是美国世界霸权的建立,世界秩序与霸权的更替息息



2    国际政治科学(2020年第4期)

相关。尽管在权力转移过程中会出现波及当时世界体系的大规模战争,例

如拿破仑战争、两次世界大战等,然而若我们仔细梳理历次大战,可以发现,

在这些崛起过程中出现的战争往往不是由崛起国主动挑起的。例如,一战

前德国试图与英国结盟,二战前德国攻击奥地利与波兰,而大战的爆发是霸

主国英国对德国宣战。可见,崛起国在主观意愿上往往并没有想要取代当

时的霸主国,而是陷入与第三国的纠葛冲突,此时霸主国或者选择绥靖,或

者选择卷入战争支持第三国。一旦霸主国选择后者,遏制战争就出现了。

由此出现了进一步的研究问题:崛起国战略与霸主国遏制战争的时机选择

之间存在何种关联? 概言之,在崛起国崛起过程中,存在诸多遏制的节点,

为何霸主国的遏制战争发生在这一时间。例如,一战前德国施里芬计划攻

击比利时是英国参战的契机①,而在二战时期,英国在慕尼黑危机中选择绥

靖,直至波兰受到威胁时才转变立场②。因此,本文的核心研究问题就是遏制

战争爆发的时机选择。当考虑第三国的干扰后,遏制战争的爆发可被划分为

两个阶段:首先是崛起国与第三国是否发生冲突? 其次是霸主国是否介入崛

起国和第三国的冲突。因此,本文的研究问题可以细化为两个问题:崛起国

在何种情况下会陷入与第三国的战争? 霸主国在何种情况下会军事介入?

二、
 

文献回顾:崛起与遏制战争

关于大国崛起与遏制战争,学界有大量相关研究,本文根据主要观点,

区分为权力转移理论、理性战争理论、同盟困境理论和威胁制衡理论。

(一)
 

权力转移理论

权力转移理论认为,当大国实力接近时,战争最有可能爆发。③ 然而,权

力转移理论并不重视大国实力变化过程中联盟对战争所具有的触发作用,

①

②

③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93页。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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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是 认 为 战 争 关 键 原 因 在 于 各 国 国 内 实 力 的 增 长 速 度。奥 根 斯 基

(Organski)和库格勒(Kugler)在研究了拿破仑战争、普法战争、日俄战争、一

战和二战之后,发现主要大国的实力变迁确实与战争爆发存在密切联系。①

金(Kim)在奥根斯基等人研究的基础上,增加了克里米亚战争、意大利统一

战争和德意志统一战争,同样印证了各大国间实力发展的不同速度与大战

间的关系。② 然而,上述研究只是发现了实力对比变化与战争之间的关联现

象,还存在以下问题:首先,上述研究中各国实力对比的主要衡量指标是经

济增长率,但是从大国崛起和权力转移角度看,军事发展水平也是不容忽视

的衡量权力转移的指标。例如,一战前德国发展海军引起英国的恐慌,最终

使英国选择与德国为敌。③ 其次,上述文章没有提出在实力转移过程中引发

战争的关键因素和作用机制。因此,尽管权力转移理论发现了实力变化与

战争间的关系,并没有提供有力的因果机制加深我们的理解。

(二)
 

理性战争理论

鲍威尔(Robert
 

Powell)④在研究承诺(commitment)问题对战争的影响

时,发现国家间的权力转移很容易引发战争。在借助博弈加以分析的过程

中,他发现,两国中一方实力的增强会改变双方对未来战争胜败的预期,另

一方可能选择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preventive
 

war)。因此,战争的爆发

不仅取决于当时战争收益与成本的权衡,还有当前收益与未来收益之间的

权衡,预期自身实力未来上升较快的国家可能会将签订和谈协议视为权宜

之计,一旦未来获得快速发展就可能违反承诺。而这种情况是协议另一方

①

②

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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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要坚决阻止的,因此预期自身实力未来上升相对较慢的另一方协议签约

国可能会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避免对方因实力上升而违反承诺。然而鲍

威尔通篇是对相关逻辑的博弈推演,缺乏实证数据。例如,对于权力转移过

程中的预防性战争,按理应该是预期未来实力上升较慢的国家主动挑起,然

而我们看到的是,尽管二战前英德之间出现了权力转移,但英国一直采取绥

靖政策,而非对德遏制。

对于鲍威尔的研究,有学者指出,信息问题是影响预防性战争的重要因

素,当各国对各自的军事能力信息透明时,预防性战争不太可能发生,当军

事信息不透明时,不确定性增加,预防性战争可能会发生。① 可见,理性学派

尝试用信息不确定性和承诺问题给权力转移中的预防性战争提供理论机

制,然而他们往往只考虑霸主国和崛起国双方的互动,事实上,在权力转移

过程中发生的大战往往是诸多大国均被卷入,是多方战争,如何解释其他各

方的参与呢? 翻阅史书,我们可以看到,卷入大战的各大国间往往存在同盟

等错综复杂的关系,因此我们需要回顾同盟理论对大战的解释。

(三)
 

同盟困境理论

同盟困境理论的代表人物格林·斯奈德(Glenn
 

H.Snyder)指出,除了

同盟之间的安全困境之外,同盟内部也存在安全困境。由于同盟国之间力

量不均衡,相互依赖的程度也存在不对称,在盟国都寻求更高程度安全的情

况下,存在抛弃(abandonment)与牵连(entrapment)的内在张力。从同盟承

诺的角度看,若盟国重视信誉,则容易被牵连进入其他盟友的战争。若要避

免被牵连的风险,则可能抛弃盟友,导致盟友担心被抛弃。这种盟国之间对

抛弃和牵连的担忧的内在矛盾构成了同盟内的安全困境。② 在斯奈德之后,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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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学者就同盟困境展开了研究,发现了影响牵连的各种因素。①

以上理论可以解释同盟与战争之间的关联。但是在权力转移过程中,

与平常时期相比,同盟困境是否更容易出现? 是否具有某些特性? 这些问

题目前并没有解释。例如,尽管一战前权力转移过程中的同盟困境显然对

一战的爆发有加速作用,但是冷战期间美苏两大阵营的同盟现象并没有导

致美苏之间的大规模军事战争。

(四)
 

威胁制衡理论

斯蒂芬·沃尔特(Stephen
 

M.Walt)提出了威胁制衡(balance
 

of
 

threat)
理论,他认为,在无政府体系下,国家之所有选择制衡行为,并非仅仅考虑

 

“纯粹 的 权 力”(raw
 

power),更 重 要 的 影 响 因 素 是 “感 知 到 的 威 胁”
(perceived

 

threat)。如果其他国家对某个国家或联盟造成的威胁感越强,越
可能促成制衡联盟。② 影响威胁感的四个因素是各国的综合实力、国家间的

地理邻近度、潜在被制衡国的进攻能力和侵略意图。③ 有学者据之做了统计

检验,判断大国何时会进行制衡,考虑的变量包括共同威胁程度(common
 

threat)、利益相同度(interest
 

similarity)、政体相异度(regime
 

dissimilarity)

和地理邻近度(contiguity),并基于COW(Correlates
 

of
 

War
 

Project)数据库

中1816年至1992年的数据建立Probit
 

模型,其主要发现是:当存在不确定

性和高度威胁感时,大国更有可能选择制衡,印证了威胁制衡理论。④

威胁制衡理论对于制衡现象背后的发生机理进行了探究,然而现实中,

在遏制战争出现的时机,崛起国往往没有直接攻击霸主国,而是与第三国冲

①

②

③

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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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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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7-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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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rganization,
 

Vol.68,
 

No.4,
 

2014,
 

pp.77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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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7),
 

preface,
 

p.8,
 

29-33,148-152.
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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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e
 

also
 

Stephen
 

M.Wal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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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nd
 

th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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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9,
 

No.4,
 

Spring,
 

1985,
 

pp.9-12.
Paul

 

Fritz,
 

Kevin
 

Sweeney,
 

“The
 

(De)imitatio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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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ower
 

Theory,”
 

International
 

Interactions,
 

Vol.30,
 

No.4,
 

2004,
 

pp.285-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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突。例如,一战时期,德国攻占比利时后,英国宣战,而二战前的绥靖时期,

德国威胁捷克时,英国首相张伯伦并没有宣战。为何霸主国对崛起国与第

三国间的冲突,有时威胁感高进而制衡,有时则威胁感低而选择绥靖? 对于

上述问题,威胁制衡理论并没有提供完美的解答。

基于上述理论和观点,我们可以看到,对于霸权国与崛起国之间的遏制

战争,学者们虽然从诸多方面加以探究,但并不能充分解释。这也是本文研

究的缘起。根据史实,我们可以发现,在分析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战争时,第

三国是不可忽视的角色。崛起国在其崛起过程中往往会保持审慎,避免刺

激霸主国,但是崛起国与第三国的互动会增加国际舞台的不确定性。以张

伯伦对希特勒的评价为例,在苏台德问题上,张伯伦采取了举世闻名的绥靖

政策,而当德国违约攻占捷克并将进攻波兰时,张伯伦认定希特勒是不可信

任的领导人,下定决心与之对抗。① 以上史实表明,在崛起国与第三国发生冲

突时,霸主国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对崛起国的真实动机的确认。当霸主国认

为崛起国不可信任、是不可靠的国家时,往往不会与崛起国谈判,而是发动战

争。而当霸主国认为崛起国存在信任空间时,则往往采取谈判或者旁观的立

场。由此,我们可以进一步细化研究问题: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有诸多行为,

为何有些行为有助于提升战略可信度,进而降低被遏制的概率? 为何有些行

为会降低战略可信度,进而增加被遏制的概率? 下文将就此加以进一步分析。

三、
 

核心概念与因果逻辑

根据对当前相关研究的文献回顾,我们可以发现,霸主国对崛起国性质

的判断受到崛起国与第三国互动过程的影响。因此为了展开分析,本文认

为需要界定以下核心概念。

(一)
 

核心概念

  1.
 

崛起国类型:维持现状国、挑战现状国

  霸主国需要根据所观察到的信号判断崛起国的类型,进而判断是否采

取制衡行为。关于崛起国的类型,常被学界采用的是施韦勒(Randall
  

L.

① 亨利·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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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chweller)的分类。他指出,国家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现状国,即对当前世

界秩序满意的国家;另一类则是挑战现状国,即对现状不满甚至想要推翻当

前秩序的国家。① 伊万(Ivan
 

Savic)的分类与之类似,他认为国家可以被划

分为挑战现状国和维持现状国,前者主要为(潜在的)侵略国家,后者主要为

(潜在的)制衡国。他进而将挑战现状国区分为温和的挑战国与激进的挑战

国两类。因为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制衡国没法确定挑战国究竟是温和

的还是激进的,因此只能观察挑战国的行为,进而对其类型进行判断。②

笔者赞同伊万的这一思路,在霸权国与崛起国的权力转移过程中,同样

存在信息不对称问题,崛起国会掩盖自己的野心,霸权国无法掌握崛起国的

真正动机,因此霸主国只能根据崛起国所释放的信号进行判断,通过观察崛

起国的行为以判断崛起国究竟是维持现状国还是挑战现状国。

  2.
 

崛起国策略与领导类型

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的选择是其对外释放的信号。斯坦茜·戈达德

(Stacie
 

E.Goddard)探究了崛起国如何采用策略实现成功崛起的问题,在研

究普鲁士统一进程中的王朝战争后,她发现俾斯麦采用合法化策略,即释放

对外信号表示本国将遵守现有规范,采用合适的话语使德国的统一与当时

国际主流价值观一致,进而使潜在制衡国难以制衡。③ 阎学通从国际领导的

角度分析了崛起国策略,他认为主导国的领导存在三种类型,即王权、霸权

和强权,其中王权型领导按照道义行事,强权型领导按照实力行事,霸权型

领导则采取双重标准,有时遵循道义,有时强调实力。这些领导类型在国际

互动过程中推动了国际规范的演化。④ 可以看到,这一分类受到先哲的影

①

②

③

④

Randall
 

L.Schweller,“Bandwagoning
 

for
 

Profit:
 

Bringing
 

the
 

Revisionist
 

State
 

Back
 

In,”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9,
 

No.1,
 

Summer,
 

1994,
 

pp.87-88.
Ivan

 

Savic
 

and
 

Zachary
 

C.Shirkey,
 

“Trust
 

In
 

the
 

Balance:Asymmetric
 

Information,
 

Commitment
 

Problems
 

and
 

Balancing
 

Behavior,”
 

Journal
 

of
 

Theoretical
 

Politics,
 

Vol.21,
 

2009,
 

pp.483-507.
Stacie

 

E.Goddard,
 

“When
 

Right
 

Makes
 

Might:
 

How
 

Prussia
 

Overturned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3,
 

No.3,
 

2008/2009,
 

pp.110-142.
阎学通:《国际领导与国际规范的演化》,《国际政治科学》2011年第1期,第

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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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我国古代先贤也对王道、霸道做了深入阐释。①

本文认为,上述分类中,戈达德只是对崛起战略做了机制分析,即探讨

了策略与合法性的关系,从操作层面上看,由于不同时期的规范存在变迁,

我们无法判断哪些策略算是合法化策略,哪些不是。因此,本文采取阎学通

的分类,从王权、霸权和强权三种类型的领导进而得出王道、霸道、强权三种

崛起策略。这三种策略的区别在于尊奉道德与规范的程度高低。其中,王

道策略对道德和规范的尊奉程度最高;霸道策略有时强调道德,有时强调实

力,但其底线是重视信誉、遵守承诺;强权策略则基本忽视道德,不讲信誉,

只重视权力。② 但是从国际关系现实看,王道策略较少出现。除了历史上周

朝替代商朝的过程被认为是王道之外,近现代国际关系史中的崛起国与霸

主国很难归类为王道策略。因此为了便于操作,本文考虑的核心区分指标

为是否重视战略信誉(strategic
 

credibility),如果重视战略信誉,则为霸道策

略或王道策略,如果不重视战略信誉,则为强权策略。

  3.
 

战略信誉、声誉与可靠性

根据前文的分类,如果将崛起国战略区分为王道、霸道、强权三种策略,

战略信誉是划分标准。阎学通指出,战略信誉度是国际权威的重要组成部

分,是道义行为(moral
 

actions),国家可以通过履行对其他国家的承诺获得

战略信誉。战略信誉是国际道德的最低标准,是大国建立国际权威的前提。

强权策略往往不注重战略信誉;霸道策略重视战略信誉,但忽略其他国际道

德;王道策略既重视战略信誉,也重视其他类型的国际道德。③ 在此,我们需

要比较 战 略 信 誉 与 其 他 几 个 类 似 概 念———声 誉(reputation)和 可 靠 性

(reliability)———的区别。

①

②

③

例如,孟子说:“以力假仁者霸,霸必有大国;以德行仁者王,王不待大……以力

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
 

参见:《孟子·公孙丑上》。
管子从不同策略的效果评价说:“得天下之众者王,得其半者霸。”

 

参见:《管子·霸言》。
荀子指出:“以不敌之威,辅服人之道,故不战而胜,不攻而得,甲兵不劳而天下服;是知王

道者也”。参见:《荀子·王制》。

Yan
 

Xuetong,
  

“Chapter
 

2:Leadership
 

and
 

Strategic
 

Preferences,”
 

in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25-53.
Yan

 

Xuetong,
 

“Chapter
 

1:Morality,
 

Power,
 

and
 

Authority,”
 

in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
 

p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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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誉和可靠性等概念往往会与战略信誉混淆,均表达是否遵守承诺的

内涵。① 从概念使用的范畴看,这些概念存在以下区别。首先,从衡量指标

看,声誉往往用某国具体的行为来衡量,例如,在同盟中,可以根据盟友是否

遵守承诺的行为衡量该国声誉;而可靠性和战略信誉体现为其他国家对该

国的判断,往往用其他各国的主观评价进行衡量,例如,如果一个国家对盟

友遵守承诺,则该国盟友就认为这一国家是可靠的。因此,进而从逻辑上

看,这些概念有时间上的先后和逻辑上的因果关系,重视声誉的国家就会获

得可靠性和战略信誉。② 其次,可靠性与战略信誉都是他国的判断,但是可

靠性往往是从合作视角加以判断,例如,如果根据过去行为(past
 

actions)判

断某一潜在盟国的声誉,发现该国不可靠(unreliable),则其他国家与这一潜

在盟国结盟时会通过制度化或者多种同盟组合(alliance
 

portfolios)等方式

抵消结盟风险。③ 而战略信誉则可能被应用于对潜在对手的评估。④ 声誉

①

②

③

④

Mark
 

J.C.Crescenzi
 

et
 

al.,
 

“Reliability,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Form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6,
 

No.2,
 

2012,
 

pp.259-274;Michaela
 

Mattes,
“Reputation,

 

Symmetry,
 

and
 

Alliance
 

Design,”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6,
 

Fall,
 

2012,
 

pp.679-707;
 

Mark
 

J.C.Crescenzi,
 

“Reputation
 

and
 

Interstate
 

Conflict,”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51,
 

No.2,
 

2007,
 

pp.382-396;
 

Alex
 

Weisiger
 

and
 

Keren
 

Yarhi-Milo,
 

“Revisiting
 

Reputation:
 

How
 

Past
 

Actions
 

Matter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
 

Vol.69,
 

No.2,
 

2015,
 

pp.473-495.
Michaela

 

Mattes,
 

“Reputation,
 

Symmetry,
 

and
 

Alliance
 

Desig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6,
 

No.4,
 

2012,
 

pp.679-707;
 

Neil
 

Narang
 

and
 

Brad
 

L
 

LeVeck,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Portfolios:
 

How
 

Unreliability
 

Affects
 

the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f
 

Alliance
 

Treati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
 

Vol.56,
 

No.3,
 

2019,
 

pp.379-394;
 

Iain
 

D.Henry,
 

“What
 

Allies
 

Want:
 

Reconsidering
 

Loyalty,
 

Reliability,
 

and
 

Alliance
 

Interdependence,”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44,
 

No.4,
 

2020,
 

pp.45-83.
Michaela

 

Mattes,
 

“Reputation,
 

Symmetry,
 

and
 

Alliance
 

Design,”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6,
 

No.4,
 

2012,
 

pp.679-707;
 

Neil
 

Narang
 

and
  

Brad
 

L
 

LeVeck,
 

“International
 

Reputation
 

and
 

Alliance
 

Portfolios:
 

How
 

Unreliability
 

Affects
 

the
 

Structure
 

and
 

Composition
 

of
 

Alliance
 

Treaties,”
 

Journal
 

of
 

Peace
 

Research,Vol.56,
 

No.3,
 

2019,
 

pp.379-394;

Daryl
 

G.Press,
 

“The
 

Credibility
 

of
 

Power:
 

Assessing
 

Threats
 

during
 

the
 

‘Appeasement’
 

Crises
 

of
 

the
 

1930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29,
 

No.3,
 

2004/

2005,
 

pp.136-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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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区分为诚实声誉(reputations
 

for
 

honest)和决心声誉(reputations
 

for
 

resolve),战略信誉与决心声誉有关,当一国发起威胁后,若本国被挑衅则将

通过使用武力的方式保证本国的决心声誉,这就确保了在未来的可能争端

中该国威胁的战略信誉。例如,在朝鲜战争中,中国告知美方不可越过三八

线,美国不信并加以挑衅,中国抗美援朝,维护了本国的决心声誉,也使美国

认为中国之后在台湾等问题上的威胁具有战略信誉,可见战略信誉侧重于

他国评价。①

基于上述概念辨析,我们可以发现,声誉和可靠性往往用于具体的行为

层面,适用于任何国家,只要这个国家过去出现了失信行为,就会降低他国

对其可靠性的预期,使合作空间减少。而战略信誉则往往用于对潜在对手

的身份判断,体现为在战争特别是核武器领域等重大行为中是否遵守承诺

的问题,霸主国往往容易将失去战略信誉的崛起国视为挑战现状国。② 由于

本文研究的是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的遏制战,战略信誉显然更适合本文的

情境。

(二)
 

因果机制

根据上文对核心概念的辨析,笔者认为,霸主国会根据崛起国的类型选

择相应的对策,而崛起国的类型可以从领导类型及其崛起策略中窥得端倪,

崛起国既往行为导致的战略信誉对其他国家对崛起国的判断起到重要作

用。概言之,有以下两种作用机制。首先,如果崛起国重视战略信誉,
 

则该

国与第三国和谈时毁约背信的概率较低,避免了第三国由于担心受到欺诈

①

②

Anne
 

E.Sartori,
 

“The
 

Might
 

of
 

the
 

Pen:
 

A
 

Reputational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in
 

International
 

Disput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6,
 

No.1,
 

2002,
 

p.123.
Marc

 

Kilgour
 

and
 

Frank
 

C.Zagare,
 

“Credibility,
 

Uncertainty,
 

and
 

Deterrence,”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35,
 

No.2,
 

1991,
 

pp.305-334;
 

Rick
 

K.
Wilson

 

and
 

Carl
 

M.Rhodes,
 

“
 

Leadership
 

and
 

Credibility
 

in
 

N-Person
 

Coordination
 

Games,”
 

The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1,
 

No.6,
 

1997,
 

pp.767-791;Max
 

Abrahms,
 

“The
 

Credibility
 

Paradox:
 

Violence
 

as
 

a
 

Double-Edged
 

Sword
 

in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7,
 

No.4,
 

2013,
 

pp.660-6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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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不与崛起国和谈的现象,因此由于承诺问题而引起的冲突风险降低。①
 

据

费伦(James
 

Fearon)总结,冲突的原因主要有三点,即信息不对称问题、承诺

问题和争论议题的不可分割性。信息不对称问题是指谈判双方隐藏关于自

己实力或者决心的私人信息,导致对方误判而爆发战争。承诺问题是指在

无政府国际体系中,谈判各方即使签订条约也可能背叛承诺,导致和谈失

败。争论议题的不可分割性是指在谈判的讨价还价进程中,双方的争夺对

象没有办法分割,只能一方全得,另一方收益为零,导致谈判难以达成。② 鲍

威尔认为引起战争的核心原因只有信息不对称问题和承诺问题,而在权力

转移过程中,崛起国由于实力上升,遵守既往条约承诺的可能性下降,往往

会在追逐利益过程中背弃以往的条约,因此承诺问题成为导致遏制战争的

重要原因。③ 因此,如果崛起国拥有较高的战略信誉,就可以有效规避这类

由于承诺问题而引发的战争。

其次,如果霸主国与第三国关系密切,甚至是同盟关系,则崛起国重视

战略信誉的选择也相应降低了霸主国被第三国牵连入大战的风险。④ 由于

背叛同盟条约也会影响霸主国的声誉,因此即使卷入第三国的战争违背了

霸主国的自身利益,霸主国也可能囿于国际声誉而履行同盟承诺。在此情

况下,同盟困境加速了遏制战争的发生;而如果第三国与霸主国关系不密

切,霸主国由于身负维持世界秩序的责任,坐视冲突升级也不利于自身的国

际观众成本,因此其也可能通过第三方干预或者军事干涉等方式介入。

综上可知,重视战略信誉对崛起国有两方面的直接影响,一方面会加强

①

②

③

④

Robert
 

Powell,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0,
 

Winter,
 

2006,
 

pp.169-203.
James

 

Fearon,
 

“Rationalist
 

Explanations
 

for
 

Wa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49,
 

No.3,
 

1995,
 

pp.379-
 

414.
Robert

 

Powell,
 

“War
 

as
 

a
 

Commitment
 

Problem,”
 

pp.169-203.
Michael

 

Beckley,“The
 

Myth
 

of
 

Entangling
 

Alliances-Reassessing
 

the
 

Security
 

Risks
 

of
 

U.S.Defense
 

Pact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2015,
 

Vol.39,
 

No.4,
 

pp.7-48;
 

Dominic
 

Tierney,
 

“Does
 

Chain-Ganging
 

Cause
 

the
 

Outbreak
 

of
 

War,”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55,
 

No.2,
 

2011,
 

pp.285-304;Songying
 

Fang,
 

Jesse
 

C.Johnson
 

and
 

Brett
 

Ashley
 

Leeds,
 

“To
 

Concede
 

or
 

to
 

Resist?
 

The
 

Restraining
 

Effect
 

of
 

Military
 

Alliance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68,
 

No.4,
 

2014,
 

pp.775-8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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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国的合法性,减少与第三国冲突的风险,另一方面也会减少霸主国卷入冲

突的风险。例如,美国崛起与德国崛起基本同时,德国发展海军时美国也大

力发展海军,但是美国重视信誉,从一战后至二战前,没有陷入与第三国的

直接战争,也没有引起当时霸主国英国的猜忌。反之,如果崛起国不重视战

略信誉,
 

第三国在与其和谈时担心受骗,往往可能发生冲突,而霸主国也可

能被牵连进入战争。二战时期,希特勒多次欺诈,《慕尼黑协定》中割让苏台

德区的妥协并没有使德国停止进攻,德国选择继续攻打捷克和波兰,因此英

国彻底抛弃绥靖政策,向德国宣战。因此,本文认为,战略信誉攸关崛起国

崛起成败。

在此需要指出,如果崛起国重视战略信誉,就会为了维护信誉不惜代

价。从信号成本角度看,信号可以划分为廉价谈话信号(cheap
 

talk
 

signal)

和昂贵信号(costly
 

signal)。① 前者局限于口头承诺,可信度较低。② 后者多

为实际行动,付出了沉没成本、束手成本或观众成本,可信度较高。③ 本文中

的“重视战略信誉”是指崛起国愿意为了维护信誉付出成本,成本越高,代表

其重视程度越高,其结果就是该崛起国战略信誉高。例如,春秋时期,齐桓

公不违背曹沫之盟④,尽管齐国付出了重大成本,但是获得了国际信誉。“诸

侯闻之,皆信齐而欲附焉。七年,诸侯会桓公于甄,而桓公于是始霸焉。”⑤可

见齐桓公重视战略信誉的行为有助于其称霸。然而由于维护战略信誉往往

需要付出重大的成本,崛起国有时也会选择不守承诺的行为,其结果就是该

崛起国战略信誉低。

①

②

③

④

⑤

James
 

Dana
 

Fearon,
 

Threats
 

to
 

Use
 

Force:
 

Costly
 

Signals
 

and
 

Bargaining
 

in
 

International
 

Cos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92);
 

Austin
 

Carson
 

and
 

Keren
 

Yarhi-Milo,
 

“Covert
 

Communication:
 

The
 

Intelligibility
 

and
 

Credibility
 

of
 

Signaling
 

in
 

Secret,”
 

Security
 

Studies,
 

Vol.26,
 

No.1,
 

2017,
 

pp.124-156.
Erik

 

Gartzke
 

and
 

Quan
 

Li,
 

“War,
 

Peace,
 

and
 

the
 

Invisible
 

Hand:
 

Positive
 

Political
 

Externalities
 

of
 

Economic
 

Globalization,”
 

International
 

Studies
 

Quarterly,
 

Vol.47,
 

No.4,
 

2003,
 

pp.561-586.
James

 

Fearon,
 

“Signaling
 

Foreign
 

Policy
 

Interests:
 

Tying
 

Hands
 

Versus
 

Sinking
 

Cost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
 

Vol.41,
 

No.1,
 

1997,
 

pp.68-90.
司马迁:《史记·刺客列传》。
司马迁:《史记·齐太公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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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崛起国信誉与遏制战争的信号博弈模型

根据上述因果机制,本文将构建信号博弈模型加以论证。事实上,之前

学者有关崛起策略的分析已经包含信号模型的思路。例如,阎学通强调对

于不同层次的道义水平观察成本不同,由于欺诈等行为很容易被他国发现,

战略信誉仅仅需要较低的观察成本,为低层次国际道义。而其他类型的道

义如慈悲、利他主义等较难判定,需要较高的观察成本,属于高层次的国际

道义。① 可以看到,此处的逻辑就是信号分析,即崛起国的选择和行为是信

号,被其他国家观察。因此,本文认为采用信号博弈加以分析是合适的

工具。

(一)
 

前提假定

本文采用不完全信息博弈中的信号博弈,分析霸主国与崛起国之间的

权力转移以及遏制战爆发的风险。在这一博弈中,霸主国和第三国不知道

崛起国究竟是现状国还是挑战现状国,只能观察到崛起国的行为,崛起国会

通过具体行为释放信号,迷惑潜在敌人,降低崛起难度。而霸主国和第三国

根据观察到的信号推断崛起国的类型,进而决定采用的应对措施。在这一

博弈中,有以下假定。

第一,霸主国、崛起国和第三国是理性的,处在无政府状态下,霸主国与

崛起国的收益具有零和性。此处第三国并非泛指世界上除了霸主国和崛起

国之外的其他所有国家,而是指其选择可能会引起霸主国和崛起国之间纠

纷的国家,这些国家往往可能是崛起国或霸主国的盟友。在国际关系现实

中也存在不接受双方领导的第三国,例如冷战时期的不结盟运动,但是这类

国家不会引起霸主国和崛起国以战争的方式进行争夺,因此本模型不考虑

这类中立的第三国。

第二,如果霸主国卷入崛起国与第三国的战争,崛起国的获胜概率小于

① Yan
 

Xuetong,
  

“Chapter
 

1:Morality,
 

Power,
 

and
 

Authority,”
 

in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Great
 

Pow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9),
 

pp.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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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主国不卷入的情况,即在三方战争中崛起国获胜概率小于两方战争。

(二)
 

博弈步骤

崛起国与霸主国的权力转移这一不完全信息动态博弈过程可以分为四

个阶段。

阶段1:自然(nature)选择崛起国是否野心勃勃的类型,s为崛起国为维

持现状国的概率,1-s为崛起国为挑战现状国的概率。

阶段2:崛起国释放信号,选择崛起战略究竟是否重视战略信誉。

阶段3:第三国观察崛起国信号,选择究竟是接受崛起国提出的利益分

配方案,还是拒绝并与之冲突。如果第三国接受崛起国的方案,则博弈结

束。如果第三国与崛起国发生战争,博弈将进入下一阶段。

阶段4:霸主国决定究竟是支持第三国并卷入战争还是漠不关心。如果

霸主国卷入战争,博弈结果是遏制战争发生,崛起国、第三国、霸主国三方参

战。如果霸主国漠不关心,博弈结果是只发生局部冲突,只有崛起国和第三

国参战,而没有出现遏制战争。

表1 博弈三方

博弈方 含义与假定

崛起国 假设霸主国与崛起国的收益具有零和性

霸主国 假设霸主国与崛起国的收益具有零和性

第三国 在霸主国和崛起国之间选择接受一方的领导

(三)
 

博弈支付(payoff)

(1)
 

崛起国在崛起过程中,要协调与第三国的利益分配。假设争议目标

的收益之和为1,崛起国给第三国的方案是(x,1-x),即崛起国获得其中的

x,第三国获得其中的1-x。

(2)
 

如果崛起国重视战略信誉策略和道义,崛起国与第三国收益方案为

(x小,1-x小);如果崛起国不守信用,收益方案为(x大,1-x大)。由于重视

战略信誉和道义的崛起国更注重道德规范和自我约束,在与第三国谈判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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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让利较多,不会咄咄逼人,可以认为收益方案为x大>x小。

(3)
 

如果发生战争,战胜概率与各方实力对比有关。假设崛起国在三方

战争中获胜概率为p3,则三方战争中的其他两方获胜概率为1-p3;假设崛

起国在两方战争中获胜概率为p2,则两方战争中的另一方第三国获胜概率

为1-p2。我们可以认为,若崛起国只与第三国进行双边战争,获胜概率高

于同时与第三国和霸主国进行的三方战争,因此p2>p3。

(4)
 

如果发生战争,参战各国付出战争成本c,由于两方战争和三方战争

的规模不同,各方付出的相应成本也不同。在两方战争中,崛起国的战争成

本为c崛2,第三国的战争成本为c三2;在三方战争中,崛起国的战争成本为

c崛3,第三国的战争成本为c三3,霸主国的战争成本为c霸3。对于崛起国而

言,只与第三国发生战争,其战争成本应该小于同时与第三国和霸主国战

争,因此我们可以认为c崛3>c崛2。对于第三国而言,若有霸主国相助,则其在

三方战争中的成本应该小于两方战争,即c三3<c三2。

(5)
 

从霸主国的选择看,如果崛起国与第三国发生冲突,霸主国身为国

际体系的领导者,如果漠不关心,不支持第三国对崛起国的战争,将承受三

个方面的损失:第一,将失去这个第三国对霸主国的支持,付出代价c支持。

第二,这一选择也被其他国家观察到,霸主国也将付出声誉代价,即国际观

众成本c观众。第三,由于霸权国与崛起国存在权力转移,如果崛起国是维持

现状国,即使未来出现实力赶超,也会维护现有秩序,尊重霸主国的领导地

位,此时霸主国没有损失。但如果崛起国是挑战现状国,霸主国在崛起国与

第三国交战时选择不参战则会贻误时机,付出机会成本,承受未来可能战败

的风险,即δ×c机会。

(6)
 

崛起国有两类:维持现状国,概率为s;挑战现状国,概率为1-s。对

于这两个概率,第三国和霸主国并不知道,他们只能观察到崛起国的行为是重

视信誉还是不守信用,并根据信号得出后验概率,进而判断崛起国类型。假定

崛起国释放“重视信誉”信号的概率为p,则释放“不守信用”信号的概率为1-

p。一般我们可以认为,维持现状国更有可能释放“重视信誉”的信号,挑战现

状国更有可能释放“不守信用”的信号。因此,p(维持现状国家|重视信誉)>

p(挑战现状国家|重视信誉),p(维持现状国家|不守信用)<p(挑战现状国

家|不守信用)。对于先验概率s,可设定后验概率s(守信)为看到信号“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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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崛起国与遏制战争的三方博弈

信誉”被认为是维持现状国的概率,此时s(守信)=p(维持现状国家|重视信

誉),设定后验概率s(背信)为看到不守信用信号后被认为是维持现状国的概

率,此时s(背信)=p(维持现状国家|不守信用),s(守信)>s(背信)。

表2 各方选择与其支付

自然选择
崛起国

选择

第三国

选择

霸主国

选择
三国支付

s(维持现状国) 重视信誉 接受 (x小,1-x小,-c支持)

s(维持现状国) 重视信誉 对抗 参战
(p3-c崛3,1-p3-c三3,

1-p3-c霸3)

s(维持现状国) 重视信誉 对抗 不参战
(p2-c崛2,1-p2-c三2,

-c观众-c支持)

s(维持现状国) 不守信用 接受 (x大,1-x大,-c支持)

s(维持现状国) 不守信用 对抗 参战
(p3-c崛3,1-p3-c三3,

1-p3-c霸3)

s(维持现状国) 不守信用 对抗 不参战
(p2-c崛2,1-p2-c三2,

-c观众-c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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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自然选择
崛起国

选择

第三国

选择

霸主国

选择
三国支付

1-s(挑战现状国) 重视信誉 接受 (x小,1-x小,-c支持-δ×c机会)

1-s(挑战现状国) 重视信誉 对抗 参战
(p3-c崛3,1-p3-c三3,

1-p3-c霸3)

1-s(挑战现状国) 重视信誉 对抗 不参战
(p2-c崛2,1-p2-c三2,

-c观众-c支持-δ×c机会)

1-s(挑战现状国) 不守信用 接受 (x大,1-x大,-c支持-δ×c机会)

1-s(挑战现状国) 不守信用 对抗 参战 (p3-c崛3,1-p3-c三3,1-p3-c霸3)

1-s(挑战现状国) 不守信用 对抗 不参战
(p2-c崛2,1-p2-c三2,

-c观众-c支持-δ×c机会)

(四)
 

基于博弈的推论

从崛起难易程度上看,博弈有三种结果,即不发生战争,崛起国和第三

国间的双边战争,崛起国、第三国和霸主国间的三方战争。显然,不发生战

争时崛起国最容易崛起,三方战争时崛起国崛起难度最高。根据以上博弈

推演,我们可以初步得出以下论断。

(1)
 

如果崛起国发布的信号是“重视信誉”,则比起发布信号为“不守信

用”时,霸主国不参战的可能性更高,第三国更可能接受崛起国方案,崛起国

成功崛起的概率更高。

在看到信号“重视信誉”后,霸主国参战的临界值是1-p3-c霸3≥

-c观众-c支持+[1-s(守信)](-δ×c机会);在看到信号“不守信用”后,霸主

国参战的临界值是1-p3-c霸3≥-c观众 -c支持 +[1-s(背信)](-δ×

c机会)。由于-c观众-c支持+[1-s(守信)](-δ×c机会)≥-c观众-c支持+
[1-s(背信)](-δ×c机会),显然在看到信号“不守信用”后,霸主国参战的可

能性更高。

在看到“重视信誉”的信号后,当1-p3-c霸3≥-c观众-c支持+[1-s(守

信)](-δ×c机会),即霸主国参战时,当1-p3-c三3≥1-x小 时,第三国会选

择对抗。在看到“不守信用”的信号后,当1-p3-c霸3≥-c观众 -c支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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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s(背信)](-δ×c机会),即霸主国参战时,当1-p3-c三3≥1-x大 时,第

三国会选择对抗。由于1-x小≥1-x大,则同样在霸主国参战的情况下,看

到“不守信用”的信号后第三国对抗的可能性较高。在看到“重视信誉”的信

号后,当1-p3-c霸3<-c观众-c支持+[1-s(守信)](-δ×c机会),即霸主国

不参战时,当1-p2-c三2≥1-x小 时,第三国会选择对抗。看到“不守信用”

的信号后,当1-p3-c霸3<-c观众-c支持+[1-s(守信)](-δ×c机会),即霸主

国不参战时,当1-p2-c三2≥1-x大 时,第三国会选择对抗。由于1-x小≥

1-x大,则同样在霸主国不参战的情况下,看到“不守信用”的信号后,第三国

对抗的可能性较高。

除了战略信誉因素外,霸主国是否卷入与崛起国的冲突与以下三个因

素有关。第一是霸主国与崛起国的实力对比以及权力转移导致的各国对未

来的预期。其中实力对比直接影响霸主国与崛起国发生战争时的获胜概率

与战争成本。同时,如果权力转移越迅速,霸主国越担心自身未来被超越,

则越可能发动先发制人的战争。第二是第三国的重要性,如果第三国是霸

主国的重要盟友,一旦失去这个盟国,霸主国的实力可能会受到巨大损失,

则霸主国卷入战争的风险明显上升。第三是霸主国是否在意国际威望与声

誉,如果重视的话,则在第三国与崛起国发生战争的情况下,霸主国无所作

为将付出极高的国际观众成本,可能失去其他国家的支持,导致自身霸权地

位的丧失,因此如果国际观众成本较高,霸主国卷入战争的风险也会上升。

第三国是否接受崛起国提供的谈判条件(1-x),除了崛起国是否重视

信誉这一因素外,还取决于该条件的成本大小以及其对霸主国可能行动的

预期。如果该第三国不是霸主国的重要盟友,或者认为霸主国不在意国际

威望和声誉,不在意迅速权力转移的未来风险,则第三国将认为霸主国卷入

的可能性较小。在此情况下,该第三国是否接受崛起国的谈判条件取决于

两国的实力对比,如果该第三国实力远远弱于崛起国,则一旦发生双方(崛

起国与第三国)战争的话,第三国失败的可能性较高,因此会较容易接受崛

起国提供的谈判条件。反之,如果该第三国预期霸主国卷入的可能性较高,

则该第三国接受的可能性较低。

在上述结论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些有趣的现象,那就是如果崛起国和霸

主国都重视信誉或道义规范,结局不一定是权力转移的和平过渡,因为如果

霸主国重视信誉或者国际威望的话,可能由于遵守承诺保护第三国而卷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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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崛起国的战争。此外,如果崛起国和霸主国都不重视信誉,结局也未必不

利,因为尽管此时崛起国容易与第三国发生冲突,但是霸主国不会轻易对崛

起国发动遏制战争。最有利于崛起国的情况是崛起国重视信誉而霸主国不

重视,此时崛起国不会轻易与第三国冲突,而霸主国也不会轻易发动遏制战

争,崛起国可以有较长的发展时机。

(2)
  

崛起国对“重视信誉”和“不守信用”不同信号的选择,视方案给第三

国的好处大小以及第三国和霸主国的强硬程度而定。因此,若崛起国不能

保证重视信誉时,则与第三国方案给第三国的好处越大,崛起国成功崛起的

可能性越高。

图2给上述分类情况提供了直观结果。在图2中,横轴为霸主国的选

项,其中A、B 两点代表霸主国参与三方战争的收益1-p3-c霸3 的两个临

界值,A 点表示1-p3-c霸3=-c观众-c支持+[1-s(背信)](-δ×c机会),B
点表示1-p3-c霸3=-c观众-c支持+[1-s(守信)](-δ×c机会)。根据前文

分析,当霸主国参战的收益小于A 时,霸主国总是选择不参战。当霸主国参

战的收益位于[A,B]区间时,霸主国对于不同信号选择不同策略:如果崛起

国重视信誉,霸主国不参战;如果崛起国违背承诺,霸主国参战。当霸主国

参战的收益大于B 时,霸主国总是选择参战。

图2 霸主国、第三国与崛起国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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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的纵轴为第三国的各种选项。第三国参战的收益为1-p2-c三2 或1

-p3-c三3,当1-p2-c三2 与1-p3-c三3 均小于1-x大 时,即纵轴的最下

方,第三国总选择接受崛起国方案,而不是对抗。当1-p2-c三2 与1-p3-

c三3 均大于1-x小 时,即纵轴的最上方,第三国总选择与崛起国对抗。在纵

轴的中间阶段,则是其他各类情况,亦即1-p2-c三2 与1-p3-c三3 两者中

至少一者处于[1-x大,1-x小]区间,第三国选择区分对策,即看到“重视信

誉”信号第三国不对抗,看到“不守信用”信号第三国对抗。

图2的中间部分是崛起国针对其他参与者各种选择的均衡策略。我们

可以看到,崛起国的均衡结果有如下四类:第一种是“不守信”,即不论崛起

国是维持现状国还是挑战现状国都选择不守信用。当第三国总选择接受

时,即当1-p2-c三2 与1-p3-c三3 均小于1-x大 时,亦即崛起国给第三国

的协议方案很优惠,1-x大 数值较大,此时第三国必然选择接受,但由于崛起

国不论守信与否都不担心有战争的风险,则崛起国最终必然会出尔反尔,不

守信用。可见,如果第三国极其弱小,战败概率高,或者崛起国给第三国的

好处很大,则不论看到何种信号,第三国均选择接受。此时不论崛起国是维

持现状国还是挑战现状国,都倾向于不守信用。

第二种是“无条件守信”,即不论崛起国是维持现状国还是挑战现状国,

都选择信守承诺。当霸主国选择“守信不战,背信战”且不论看到何信号第

三国均对抗,即1-p3-c三3≥1-p2-c三2≥1-x小≥1-x大,此时崛起国给

第三国的协议方案份额很小,第三国往往会拒绝并发动战争,而霸主国则对

不同类型信号采用不同回应,若崛起国重视信誉,可以避免三方战争,若崛

起国不守信用,则可能陷入与第三国和霸主国的遏制战争中。根据利益权

衡,崛起国会选择“无条件守信”。当霸主国对不同信号采取不同对策时(即

霸主国看到的信号是“重视信誉”时不参战,看到信号为“不守信用”时参

战),且第三国非常强硬(不论看到何信号,第三国均对抗),此时不论崛起国

是维持现状国还是挑战现状国,都倾向于重视信誉。

第三种是“条件守信”,即在某些条件下,崛起国会选择重视信誉,但是

其他条件下,崛起国则不守信用。根据图2,我们可以看到,霸主国的选择对

于崛起国是否“条件守信”没有影响,此时影响崛起国的是第三国的选择。

崛起国给第三国的分配方案协议并不算优惠,第三国在决定是否与崛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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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战时,对于崛起国的信号很重视。如果崛起国信守承诺,第三国不担心承

诺问题,会接受协议。而如果崛起国不守信用,则第三国担心签约以后崛起

国会出尔反尔,因此第三国不会接受协议,而是与崛起国发生冲突。可见,

不论霸主国是否参战,只要第三国选择区分对策(即看到“重视信誉”信号第

三国不对抗,看到“不守信用”信号第三国对抗),则崛起国的选择取决于重

视信誉时给第三国划分方案中自己所得份额x小 的大小。若崛起国所得份

额较大,则选择重视信誉,若崛起国所得份额较小,则选择不守信用。

第四种是“无差异”,即崛起国在是否重视信誉这两个选项间没有差别。

比较奇怪的是,如果霸主国过度强硬(不论霸主国看到的信号是“重视信誉”

还是“不守信用”,霸主国都参战),崛起国并不一定倾向于重视信誉。当霸

主国无视崛起国的信号,选择“均作战”或者“均不战”时,而第三国同时也无

视崛起国的信号,选择“均作战”时,亦即崛起国无论发布何种信号都面临战

争,此时崛起国的信号释放不起作用,因此崛起国选择在两种信号之间“无

差异”的方案。

五、
 

案例检验

上文根据博弈模型得出了初步结论:当崛起国更重视战略信誉时,霸主

国主动卷入三方战争的概率较小,崛起成功可能性上升。下文将根据国际

关系历史,找出印证的史实。表3从崛起国的战略信誉和第三国的选择两个

维度进行分析,区分成四种情况。需要强调的是,由于前文博弈模型考虑了

诸多影响因素,在案例分析中难以一一穷尽,因此表3只选择了笔者认为最

重要的维度加以分析。

  1.
 

类型一:崛起国重视信誉,霸主国不太重视第三国或自身威望

中国古代周朝替代商朝的历史过程符合这一类型。当然,由于商朝时

期的中国不是现代国际体系,本文在类比时需要注意应用限度。本文的核

心行为主体是崛起国、霸主国与第三国,而在周朝替代商朝的过程中,我们

可以将周视为崛起国,将商视为霸主国,将其他诸侯国视为第三国。由于商

朝末年并不是秦朝大一统后的中央集权国家,而是存在大量地位独立的诸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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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3 不同条件下遏制战的爆发时机

霸主国不太重视第三国或自身威望 霸主国重视第三国或自身威望

崛起国

重视信誉

霸主国卷入崛起国与第三国战争

的概率不太大,崛起国与霸主国间

的战争时机可能由崛起国选择(例
如周朝),可以在崛起后期发生战

争,甚至可能避免(例如两次世界大

战期间的美国),崛起难度较低。

若崛起国与第三国发生战争,霸主

国根据对崛起国是否为挑战现状

国的判断以及该第三国的重要性

和霸主国承担的国际威望的损失

决定是否发动遏制战争,可能在崛

起中期阶段爆发遏制战争,崛起难

度居中(例如普法战争后至一战前

的德国)。

崛起国

不守信用

崛起国与第三国战争概率较高,霸
主国在崛起国崛起早期主动发动

遏制战的可能性不太大(例如战国

时期秦国的崛起),崛起难度居中。

崛起国与第三国战争概率较高,霸
主国可能在崛起国崛起早期发动

遏制战争(例如二战时英国对德国

宣战),崛起难度较大。

因此这一类比存在一定的合理性。

商朝末年商纣王失德,“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①。而周文王重视修

德,得到了诸侯的支持。“西伯归,乃阴修德行善,诸侯多叛纣而往归西

伯。”②尽管在商、周的快速权力转移过程中,商纣王注意到了快速权力转移

导致的潜在机会成本损失③,并囚禁文王,“纣囚西伯羑里”
 

④。但是显然商

纣王并不在意诸侯的支持(亦即国际观众成本),而是扩大打击面,苛待其他

诸侯,使权力转移越发朝向有利于周的方向。⑤ 越来越多的诸侯选择支持

周,“西伯既卒,周武王之东伐,至盟津,诸侯叛殷会周者八百”⑥。此次讨伐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同上。
史书记载,当时崇侯虎劝说商纣王囚禁周文王的理由就是周文王修德,得到诸

侯支持。“崇侯虎谮西伯于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于帝。’帝纣乃囚

西伯于羑里。”参见: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据史书记载:“西伯滋大,纣由是稍失权重。”参见: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司马迁:《史记·殷本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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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纣王,周武王以“未知天命”为理由而停止。① 然而,此后商纣王仍然严重

失德,周武王再次讨伐商,受到诸侯们的支持。②

根据上述介绍,我们可以看出,在商周朝代更迭中,尽管双方军事实力

在最终决战时发挥作用,但是其他诸侯国在权力转移过程中支持周、背弃

商,体现出了民心向背的决定性作用。而周重视信誉和修德行善是其争取

诸侯国支持的主要原因。由于周拥有较多的国际支持,即使商从权力转移

的角度意识到了风险,但是并没有直接对周发动先发制人的预防性战争,而

只是囚禁周文王。此后,随着周的实力持续上升,获得的国际支持愈加增

多,最终决定性战争的发动时机取决于周。周立国后采用分封制,保障了原

有的诸侯国的既得利益,使各诸侯国避免了受到朝代更替的损害③,可以说

周给第三国的利益分配方案相当宽松,容易被第三国接受,这也能解释诸侯

在周革命时坚决支持的立场。

  2.
 

类型二:崛起国重视信誉,霸主国较重视第三国或自身威望

根据前文的模型,如果霸主国重视第三国或者自身的国际威望,则在崛

起国与第三国发生战争时可能卷入。此时,霸主国也会根据崛起国的信号

判断崛起国是否维护现有国际秩序,如果是挑战现状国,则霸主国发动遏制

战争的可能性较大,符合这一类型的国家是普法战争后至一战前的德国与

英国。

英国的霸权长期倚赖均势策略和制衡手段④,然而德国统一这一明显破

坏欧洲均势的举动并没有受到英国的迅速制衡,从1870年后直至1914年才

爆发一战,间隔时间长达40多年。英国制衡反应如此迟缓的原因之一就是

①

②

③

④

据史书记载:“诸侯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尔未知天命。’乃复归。”参见:司
马迁:《史记·殷本纪》。

“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曰:‘孳孳无怠!’武王乃作太誓,
告于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于天,毁坏其三正,离逷其王父母弟,乃断弃

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

再,不可三!’”参见:司马迁:《史记·周本纪》。
在周初的分封中,“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荀子·儒

效》)。参见:王先谦:《荀子集解》(第一册),北京:中华书局,1988年,第114页。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59—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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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法战争期间德国采用“正当化策略”(legitimation
 

strategies)。例如,在丹

麦战争中,英国最初倾向于支持丹麦并且制衡普鲁士,但是俾斯麦向英国宣

称其进攻丹麦遵循了1852年《伦敦议定书》,使英国承认普鲁士行为的正当

性,没法制衡。①

普鲁士一方面遵守规范、重视战略信誉,另一方面与第三国不断冲突。

因此普鲁士虽然推迟了霸主国的制衡,但是随着与越来越多的第三国发生

矛盾,最后还是激发了英国的遏制战争。在德国统一的三次王朝战争后,俾

斯麦明智地选择维持现状策略。但是德国统一已经改变了欧洲的权力格

局,随着俾斯麦下台,德国改变了俾斯麦重视传统规范与国际合法性的既往

策略,采取了对外争夺殖民地、外交上强硬等立场。“威廉二世入主皇位,

1890年取消与俄国的再保险条约,参谋本部内浮现出一小群崇尚进攻的将

军;这些事态急剧地改变了在柏林的战略规划的性质。”②同时,军事技术的

攻防平衡转换和德国军事理念上对进攻的推崇加剧了国际紧张局势,促使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③ 基辛格评价道:“大规模的政治联盟加上一触即发

的军事战略,这种可怕的组合注定会引起大量流血牺牲。……外交政策被

军事战略所取代,军事战略则变成了孤注一掷。再也难找出更缺乏智慧更

本位主义的战略计划了。”④在1914年战争爆发时,德国的主要考虑是,“从

小毛奇的观点看,现在出击比以后出击要好;‘我们永不会再像我们现在动

手打得那么好,因为法国和俄国尚未完成其军队扩充’”⑤。最后结果是,

1914年7月28日,奥匈帝国向塞尔维亚宣战,同一天,沙皇下令对奥匈帝国

局部动员。7月29日、31日,德国两次要求俄国停止,而俄国7月30日下令

全面动员,31日德国向俄国宣战。虽然德国卷入一战主要是受到盟国奥匈

①

②

③

④

⑤

Stacie
 

E.Goddard,
 

“When
 

Right
 

Makes
 

Might:
 

How
 

Prussia
 

Overturned
 

the
 

European
 

Balance
 

of
 

Pow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3,
 

No.3,
 

2008/09,
 

pp.110-
142.

威廉森·默里(等编):《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时殷弘译,北京:世界

知识出版社,2004年,第264—265页。

Robert
 

Jervis,
 

“Cooperation
 

un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World
 

Politics,
 

Vol.30,
 

No.2,1978,
 

pp.186-194.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184页。
威廉森·默里:《缔造战略:统治者、国家与战争》,第2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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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牵连①,但是在德国一战前的军事战略施里芬计划中,军队通过比利

时进攻法国,破坏了低地国家长期的和平,导致英国加入一战。② 第一次世

界大战在偏向进攻的攻防认知和追求速度的动员威胁下不可避免地快速爆

发了。

根据德国的历史经验,我们可以看到,崛起国遵守规范并重视战略信誉

有助于降低霸主国的威胁感或推迟其采取遏制战争的时机,但是如果崛起

国与第三国冲突较多,则在霸主国认为该第三国非常重要(例如英国认为低

地国家不可侵犯)的情况下,或者在各方认为发动战争的预期收益较大的情

况下(例如一战前各方在攻防认知上认为进攻有利于获胜),崛起国与第三

国的战争也可能升级为霸主国的遏制战争。此外,我们还可以发现一个值

得探究的现象,尽管战略信誉是值得认可的道义因素之一,然而霸主国和崛

起国都重视战略信誉并不一定有利于世界秩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

德国重视对奥匈帝国的承诺,被拖入战局。英国重视对低地国家的承诺,也

卷入战争。因此,战略信誉对于崛起国的效用是有应用限度的。

  3.
 

类型三:崛起国不重视信誉,霸主国不太重视第三国或自身威望

战国时期的秦国崛起属于这一类型。战国时期,秦国被认为是“虎狼之

国也,无礼义之民”③,可见在战国列强心中,秦国缺乏战略信誉。在秦国的

外交行为中,多次欺骗楚怀王甚至导致其死在秦国的事件被国际鄙弃,其后

果是“诸侯由是不直秦。秦楚绝”④。

尽管战国七雄是诸侯割据的阶段,但是在战国早期和中期阶段,齐国可

以算霸主。在桂陵之战后,齐国成为当时最强大的国家,“于是齐最强于诸

①

②

③

④

Glenn
 

H.Snyder,
 

“The
 

Security
 

Dilemma
 

in
 

Alliance
 

Politics,”
 

World
 

Politics,
 

Vol.36,
 

No.4,
 

1984,
 

pp.461-495.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191页。
秦国在一次与赵国媾和中提出赵国割让六城给秦以结束战争敌对关系。赵国

大臣虞卿对赵惠文王说:“秦,虎狼之国也,无礼义之民。其求无已,而之地有尽,以有心

之地,给无已之求,共势必无赵矣。”赵王接受了虞卿的建议,于是与齐国结盟共同抗秦。
参见:《战国策·赵策三·秦攻直于长平》。

司马迁:《史记·楚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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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自称为王,以令天下”①。而马陵之战后,齐国受诸侯朝,“其后三晋之王

皆因田婴朝齐王于博望,盟而去”
 

②。对比战国时期的历次制衡,秦国与魏

国拥有截然相反的结果,秦国成功崛起并最终统一六国,而魏国在经历围魏

救赵、围魏救韩战争后一蹶不振。尽管齐国遏制了魏国的崛起,但齐国却容

忍了秦国,例如公元前288年,秦昭王与齐湣王相约一起称帝,齐国为东帝,

秦国为西帝。③ 而且两国共同约定瓜分各国的方案,秦国让齐国可以攻打宋

国,齐国则容许秦国攻击魏国。④ 造成这一差异的主要原因可能是崛起国对

第三国的态度。魏国在崛起阶段过于明显地显示其攻击性,尝试吞并当时

的大国赵国和韩国,在灭国风险下,赵国、韩国极力抵抗,也积极寻求当时的

霸主国齐国的支持。在决策是否要参与战争遏制魏国时,段干朋的建议对

援助赵国起了关键作用。⑤ 孙膑的建议对围魏救韩战争的发生起了决定性

作用。⑥ 而这两者建议的共同点都是认为魏国灭国行为对齐国构成重大威

胁,需要加以遏制。可见,魏国作为崛起国对第三国动辄吞并,使霸主国视

其为严重威胁,进而导致遏制战发生,使魏国丧失了成功崛起的机会。

与魏国不同,秦国尽管缺乏国际信誉,但其在崛起进程中并没有受到致

命性的攻击。例如,公元前287年,齐、韩、赵、魏、燕五国合纵抗秦,但是五国

军队只是进发到荥阳和成皋后就不再向前进攻,没有与秦国进行大战。秦

国在大兵压境的情况下,废除帝号,归还之前从魏、赵夺取的部分土地,五国

军队最终撤军。可见,秦国的行为有效缓解了秦国对各国造成的威胁感,导

致各国并没有倾尽全力遏制秦国崛起。从秦国对于第三国的战略选择看,

秦国采取以下两个策略降低了带给各国的威胁感:首先,秦国在崛起阶段采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同上。
裴默农:《春秋战国外交群星》,重庆出版社,1998年,第514页。
同上,第515页。
段干朋的建议是:“夫魏氏并邯郸,其于齐何利哉? 且夫救赵而军其郊,是赵不

伐而魏全也。故不如南攻襄陵以弊魏,邯郸拔而乘魏之弊。”
 

参见:司马迁:《史记·田敬

仲完世家》。
孙膑的建议是:“夫韩、魏之兵未弊而救之,是吾代韩受魏之兵,顾反听命于韩

也。且魏有破国之志,韩见亡,必东面而愬于齐矣。吾因深结韩之亲而晚承魏之弊,则可

重利而得尊名也。”
 

参见:司马迁:《史记·田敬仲完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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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蚕食而非灭国的策略,即在实力没有达到远超其他大国时并不试图消灭

各国,而是采用蚕食的战略。例如,公元前322年,秦攻占了魏国的曲沃、平

周。公元前319年,秦攻取了韩的鄢。① 公元前275年,魏冉与白起攻魏,魏

国战败求和,秦国只让魏国交出温县和其他两个已经被占领的城池就同意

和谈。② 在这一策略下,战国早期的各大国并没有将秦国视为严重威胁。其

次,秦国对于敌对阵营的国家采用连横战略,积极拉拢,并非一味与敌对阵

营作战。韩非子指出:“纵者,合众弱以攻一强也;横者,事一强以攻众弱

也。”③可见连横实质上可算是楔子战略,即破坏对方的同盟,使对方盟友追

随自己。④ 在连横策略中,张仪采用的手段主要是威逼利诱。例如,张仪在

游说魏王时说:“为大王计,莫如事秦。事秦则楚、韩必不敢动;无楚、韩之

患,则大王高枕而卧,国必无忧矣。”
 

⑤张仪在游说韩王时说:“故为大王计,

莫如为秦。秦之所欲莫如弱楚,而能弱楚者如韩。非以韩能强于楚也,其地

势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楚以利其地,转祸而说

秦,计无便于此者。”⑥根据上述言论,我们可以看到,秦国的连横战略并没有

动辄消灭第三国,而是让第三国根据利害得失加以选择。这一策略使第三

国有较大的选择空间,从而降低了秦国所面临的来自第三国的威胁和压力。

根据对魏、秦两国崛起成败的对比,我们首先可以看到第三国的重要

性。对于缺乏战略信誉的崛起国,如果该国在与第三国互动过程中利益划

分方案让利较多,不动辄试图吞并第三国,则第三国在面临诸多选项时,坚

决与崛起国发动大规模战争的可能性较小,从而给这类崛起国的顺利崛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林剑鸣著:《秦史稿》,第239页。
“二年,又拔我二城,军大梁下,韩来救,予秦温以和。”参见:司马迁:《史记·魏

世家》。
《韩非子·五蠢》
楔子战略是旨在分化、破坏敌对联盟的行为。Yasuhir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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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p.155-189.
《史记·张仪列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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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了通道。其次,战国早期群雄竞逐,权力格局可以算多极化。尽管齐国

在击败魏国后隐然有独霸天下的态势,但是其他诸强也有取而代之的野心,

例如其后的燕昭王灭齐之役。由于战国时期规范退化,各国不再像春秋时

期一样谋求霸主之尊,重视国际威望,因此齐国决策是否全力遏制也主要受

到战争成本因素的影响。地缘因素在此情况下可能发挥作用,从战争成本

角度看,魏国与齐国距离较近,战争投送成本相对较小。若魏国成功崛起,

也将威胁齐国的安全。而秦国与齐国相距较远,齐国对秦国发动战争的投

送成本较大,且秦国崛起对齐国的直接威胁也略小。以上作战成本收益的

考量对魏、秦两国的不同命运也可做一解释。

  4.
 

类型四:崛起国不重视信誉,霸主国较重视国际威望

二战前的德国属于这一类型。希特勒自从上台以后,多次违反国际条

约,缺乏战略信誉。霸主国英国对德国的态度经历了从绥靖到宣战的转变。

从1936年3月希特勒宣布德国军队将重新占领莱茵兰,到1938年3月德国

对奥地利进行军事占领,再到1939年对于捷克苏台德区问题,英国均采取绥

靖政策。直到1939年3月,捷克被征服后,英国开始转变绥靖立场,当德国

将进攻波兰时,英国向波兰提供军事保证,如果一旦发生显然威胁波兰独立

的行动,英国将给波兰以全力支持。①

英国的转变看上去似乎比较突兀,然而本文的模型可以提供解释。首

先,英国根据德国释放的信号判断德国究竟是维持现状国还是挑战现状国,

这是英国对德政策转变的根由。在此,英国对德国身份的判断依据是德国

对第三国的行为是否突破规范底线。② 希特勒德国在吞并捷克问题上采用

的策略类似于俾斯麦采用的合法化战略,即在当年公认的国际规范中为己

方行为寻找合理性。即使基辛格也承认,“但就民族自决而言,也很难为这

种国家辩护”③。1937年,希特勒为捷克境内的德国人发声,要求给予苏台

①

②

③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59—

288页。
基辛格指出:“因为在一九三六年时,……民主国家仍认为他(希特勒)是个正常

虽略嫌过火的领导人,只是想设法恢复其国家在欧洲的平等地位。英法一心想要解读希

特勒的心态。他是否诚心? 是否真正想要和平。”参见:基辛格:《大外交》,第272页。
基辛格:《大外交》,第28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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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区的德裔族群特殊权利;1939年,希特勒声称要用武力将苏台德区纳入德

国。在绥靖的标识性事件慕尼黑会议上,“张伯伦无法允许自己让捷克受如

此严重的羞辱,法国总理达拉第的立场更为强硬。有好几天战争似乎迫在

眉睫”①。但是,由于希特勒用民族自决的名义,英法师出无名。② 然而,当

德国最终征服捷克并且威胁波兰时,则是赤裸裸地破坏国家主权和民族自

决的行为,导致英国将希特勒德国的性质改为挑战现状国,进而对之强硬。

正如基辛格所言:“希特勒的错误不在于违反了传统的均势原则,而是他触

犯了英国战后外交政策的道德前提。他的侵略行为是要把非德裔的人口纳

入纳粹德国之中,这就违反民族自决原则,而他先前所有的片面夺取领土都

因这个原则而被容忍。”③
 

其次,英国选择绥靖一方面可以避免同盟牵连的风险,但是另一方面又

会付出国际观众成本,在两者权衡的过程中,如果国际观众成本过高,则英

国也会改变绥靖政策。一战前的安全困境和同盟捆绑使各国迅速卷入大

战。在二战前,英国吸取一战的经验教训,避免受到同盟的牵连。在捷克问

题上,1937年11月,英法举行伦敦会谈,英国首相张伯伦与法国外长德勒波

交流了法国与捷克的同盟义务。按照基辛格的评价:“这是外交家想要钻漏

洞,不想履行承诺时便会提出的疑问。”④英国长期绥靖也会造成国际观众成

本过高、威慑失效等负面影响。希特勒在决策是否吞并奥地利时,根据英、

法既往的绥靖行为判断其不会军事保护奥地利。此后,在进攻捷克时,希特

勒依然坚持这一判断。⑤ 与此同时,对于英法的长期绥靖,其他国家也相应

选择最有利于本国的行为。例如,在1935年苏联与法国结成政治同盟后,由

于担心西方国家祸水东引,即通过绥靖满足希特勒的欲望后让德国先进攻

苏联,1939年斯大林签订德苏互不侵犯条约。可见绥靖政策付出了较高的

①

②

③

④

⑤

基辛格:《大外交》,顾淑馨、林添贵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8年,第283页。
就此,基辛格评价道:“但开战的理由是什么呢? 英国已同意针对苏台德德裔人

口依民族自决原则,将捷克分割。”参见:基辛格:《大外交》,第283页。
基辛格:《大外交》,第286页。
基辛格:《大外交》,第27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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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观众成本,致使英国必须改弦更张。

根据对二战前德国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对于不重视战略信誉的崛起

国,如果崛起国与第三国冲突不断,即使霸主国基于战争成本考量不想轻易

发动遏制战争,最后也可能会不得不与之交战。作为霸主国,其领导地位和

国际威望的主要来源是对世界秩序的维护和对国际公共物品的提供。① 若

崛起国破坏了国际秩序,就动摇了霸主国的合法性根基。② 如果霸主国不能

强硬应对,就会付出国际观众成本,削弱霸主国未来的国际信誉和威慑可信

度。③ 此外,如果该第三国是霸主国的盟友,而霸主国违背联盟承诺不参战

的话,则会进一步损伤霸主国的声誉,此种情境下霸主国可能会被拖入战

局。据统计,大国重视信誉,一般较少违背同盟承诺。④ 当然,霸主国也可能

通过各种同盟管控方式加强对盟友的约束,例如冷战时期美国在亚太构建

了轴辐结构的双边同盟网,可以降低美国被个别盟友强行拖入战局的风

险。⑤ 但这些同盟管控安排往往是被动的,即只能约束盟友不主动进攻其敌

国,但并没有增强威慑力,若该盟国受到崛起国挑衅甚至陷入冲突时,霸主

国相应卷入的风险是难以规避的。可见,对于这种类型,遏制战争发生的可

能性相对较高。

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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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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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结语

本文研究了崛起国、第三国和霸主国互动导致的遏制战争发生的条件。

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本文发现,崛起国释放的有关战略信誉的信号至关重

要。如果崛起国在与第三国的互动过程中屡屡失信,严重违反当时的主流

国际规范,则可能会被霸主国视为挑战现状国,加速遏制战的爆发。反之,

若崛起国重视信誉,不违背规范,则霸主国可能将之视为维持现状国,有助

于降低遏制战的规模或者推迟遏制战的发生。除了战略信誉这一核心因素

之外,冲突各方的实力对比、霸主国的国际观众成本、霸主国对来自崛起国

的威胁感、崛起国对第三国的利益划分方案等因素也均有影响。

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于找到影响霸主国是否选择遏制战争的关键因素,

亦即霸主国对于崛起国身份的界定,而这又与崛起国自身行为所释放的信

号密切相关。既往研究往往侧重于客观宏观因素如国际格局、实力对比等

因素。① 但是,崛起国的未来命运并非是宿命论的,其崛起成功在一定程度

上与该国的战略选择密切相关。而在崛起国的诸多信号中,崛起国对当前

国际规范的遵守程度以及与其他国家间的冲突程度都是影响霸主国判断的

重要指标。以上发现对于分析当前国际形势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当然,本文的发现只是基于模型推演和历史总结,而在不同时代,哪些

类型的信号更容易受到霸主国重视,其具体内容可能不同。例如,在第一次

世界大战之前,德国大力发展海军的举措可能会被当时的霸主国英国视为

挑衅;而在冷战期间,苏联在大力发展核武器的同时与美国进行军控合作,

避免了美苏之间的直接战争。当前,中美竞争升级,从中美贸易争端、美国

海军在南海的军事存在、对5G技术的封锁,到近期的蓬佩奥极端发言②,我

们可以发现,中国面临的局势可能会日趋严峻,而且矛盾涉及经贸、海军和

高科技等诸多领域。因此,我们难以判断美国会对中国哪个领域的信号更

①

②

Dani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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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ol.24,
 

No.1,
 

2003,
 

123-136.
薛笔犁、朱梦娜:《蓬佩奥之流误判了中国,更错读了时代》,新华网,2020年7月

28日,http://www.xinhuanet.com/world/2020-07/28/c_1210722811.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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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敏感。但是基于本文的研究可以得出,中国的崛起不在于与美国之争,而

是得到世界各国的支持。《六韬》有言:“同天下之利者,则得天下;擅天下之

利者,则失天下。天有时,地有财,能与人共之者,仁也。仁之所在,天下归

之。”①因此我国在面对美国挑衅时保持冷静,同时在处理与第三国关系时重

视信誉、正确释放信号,将有助于化解危机,延缓冲突。

附录:
 

信号博弈求解过程

  1.
 

霸主国的选择

  (1)
 

在看到信号“重视信誉”后

霸主国选择参战的期望收益=p(维持现状国家|重视信誉)×(1-p3-

c霸3)+p(挑战现状国家|重视信誉)×(1-p3-c霸3)=[s(守信)+1-s(守

信)]×(1-p3-c霸3)=1-p3-c霸3

霸主国选择不参战的期望收益=p(维持现状国家|重视信誉)×(-c观众-

c支持)+p(挑战现状国家|重视信誉)×(-c观众-c支持-δ×c机会)=-c观众-

c支持+[1-s(守信)](-δ×c机会)

则在看到信号“重视信誉”后,霸主国参战的临界值是1-p3-c霸3≥

-c观众-c支持+[1-s(守信)](-δ×c机会)

(2)
 

在看到信号“不守信用”后

霸主国选择参战的期望收益=p(维持现状国家|不守信用)×(1-p3-

c霸3)+p(挑战现状国家|不守信用)×(1-p3-c霸3)=[s(背信)+1-

s(背信)]×(1-p3-c霸3)=1-p3-c霸3

霸主国选择不参战的期望收益=p(维持现状国家|不守信用)×(-c观众-

c支持)+p(挑战现状国家|不守信用)×(-c观众-c支持-δ×c机会)=-c观众-

c支持+[1-s(背信)](-δ×c机会)

则在看到信号“不守信用”后,霸主国参战的临界值是1-p3-c霸3≥

-c观众-c支持+[1-s(背信)](-δ×c机会)

① 《六韬·文韬·文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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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第三国的选择

(1)
 

在看到“重视信誉”的信号后

当1-p3-c霸3≥-c观众-c支持+[1-s(守信)](-δ×c机会),即霸主国

参战时

第三国选择对抗的期望收益为p(维持现状国家|重视信誉)×(1-p3-

c三3)+p(挑战现状国家|重视信誉)×(1-p3-c三3)=1-p3-c三3

第三国选择接受的期望收益为p(维持现状国家|重视信誉)×(1-x小)+

p(挑战现状国家|重视信誉)×(1-x小)=1-x小

则当1-p3-c三3≥1-x小 时,第三国会选择对抗。

当1-p3-c霸3<-c观众-c支持+[1-s(守信)](-δ×c机会),即霸主国

不参战时

第三国选择对抗的期望收益为p(维持现状国家|重视信誉)×(1-p2-

c三2)+p(挑战现状国家|重视信誉)×(1-p2-c三2)=1-p2-c三2

第三国选择接受的期望收益为p(维持现状国家|重视信誉)×(1-x小)+

p(挑战现状国家|重视信誉)×(1-x小)=1-x小

则当1-p2-c三2≥1-x小 时,第三国会选择对抗。

(2)
 

在看到“不守信用”的信号后

当1-p3-c霸3≥-c观众-c支持+[1-s(背信)](-δ×c机会),即霸主国

参战时

第三国选择对抗的期望收益为p(维持现状国家|不守信用)×(1-p3-

c三3)+p(挑战现状国家|不守信用)×(1-p3-c三3)=1-p3-c三3

第三国选择接受的期望收益为p(维持现状国家|不守信用)×(1-x大)+

p(挑战现状国家|重视信誉)×(1-x大)=1-x大

则当1-p3-c三3≥1-x大 时,第三国会选择对抗。

当1-p3-c霸3<-c观众-c支持+[1-s(背信)](-δ×c机会),即霸主国

不参战时

第三国选择对抗的期望收益为p(维持现状国家|不守信用)×(1-p2-

c三2)+p(挑战现状国家|不守信用)×(1-p2-c三2)=1-p2-c三2

第三国选择接受的期望收益为p(维持现状国家|不守信用)×(1-x大)+

p(挑战现状国家|重视信誉)×(1-x大)=1-x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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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当1-p2-c三2≥1-x大 时,第三国会选择对抗。

  3.
 

崛起国的选择

根据前文分析,霸主国和第三国在不同区间的选择不同,因此我们需要

针对不同条件加以讨论。本文考虑的主要是不同类型的崛起国何时会重视

信誉,何时不守信用,因此主要考虑以下情况。

在看到信号“重视信誉”后,霸主国参战的临界值是1-p3-c霸3≥-c观众-

c支持+[1-s(守信)](-δ×c机会),在看到信号“不守信用”后,霸主国参战的

临界值是1-p3-c霸3≥-c观众-c支持+[1-s(背信)](-δ×c机会)。由于

s(守信)>s(背信),因此-c观众-c支持+[1-s(守信)](-δ×c机会)≥-c观众-

c支持+[1-s(背信)](-δ×c机会),显然看到“不守信用”的信号后,霸主国参

战的可能性更高。此时需要考虑三种情况:1-p3-c霸3≥-c观众-c支持+
[1-s(守信)](-δ×c机会)≥-c观众-c支持+[1-s(背信)](-δ×c机会);

-c观众-c支持+[1-s(守信)](-δ×c机会)≥1-p3-c霸3≥-c观众-c支持+
[1-s(背信)](-δ×c机会);-c观众 -c支持 +[1-s(守信)](-δ×c机会)≥

-c观众-c支持+[1-s(背信)](-δ×c机会)≥1-p3-c霸3

(1)
 

1-p3-c霸3≥-c观众-c支持+[1-s(守信)](-δ×c机会)≥-c观众-

c支持+[1-s(背信)](-δ×c机会),即不论霸主国看到的信号是“重视信誉”

还是“不守信用”,霸主国都参战。

此时在看到“重视信誉”的信号后,则当1-p3-c三3≥1-x小 时,第三国

会选择对抗。在看到“不守信用”的信号后,则当1-p3-c三3≥1-x大 时,第

三国会选择对抗。由于x大>x小,则存在三种情况:1-p3-c三3≥1-x小≥

1-x大;1-x小≥1-p3-c三3≥1-x大;1-x小≥1-x大≥1-p3-c三3。

表4 霸主国都参战时崛起国的策略

1-p3-c三3≥1-
x小≥1-x大,即不论

看到 何 信 号 第 三 国

均对抗

1-x小 ≥1-p3-
c三3≥1-x大,即看到

“重 视 信 誉”信 号 第

三 国 接 受,看 到“不
守信用”信号第三国

对抗

1-x小 ≥1-x大 ≥
1-p3-c三3,即 不 论

看到何信号第三国均

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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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维持 现 状 国 发

送信号“重视信

誉”时的收益

p3-c崛3 x小 x小

维持 现 状 国 发

送信号“不守信

用”时的收益

p3-c崛3 p3-c崛3 x大

挑战 现 状 国 发

送信号“重视信

誉”时的收益

p3-c崛3 x小 x小

挑战 现 状 国 发

送信号“不守信

用”时的收益

p3-c崛3 p3-c崛3 x大

崛起国的选择 各种策略间无差异

当x小≥p3-c崛3,崛
起 国 选 择 “重 视 信

誉”,当 x小 <p3 -
c崛3,崛起选择“不守

信用”

不守信用

(2)
 

-c观众-c支持+[1-s(守信)](-δ×c机会)≥1-p3-c霸3≥-c观众-

c支持+[1-s(背信)](-δ×c机会),即霸主国看到的信号是“重视信誉”时不

参战,看到信号为“不守信用”时参战。

则在看到“重视信誉”的信号后,当1-p2-c三2≥1-x小 时,第三国会选

择对抗。在看到“不守信用”的信号后,当1-p3-c三3≥1-x大 时,第三国会

选择对抗。此时需考虑以下情况:1-p3-c三3≥1-p2-c三2≥1-x小≥1-

x大,1-p3-c三3≥1-x小≥1-p2-c三2≥1-x大,1-p3-c三3≥1-x小≥

1-x大≥1-p2-c三2,1-x小≥1-p3-c三3≥1-x大≥1-p2-c三2,1-

x小≥1-p3-c三3≥1-p2-c三2≥1-x大,1-x小≥1-x大≥1-p3-c三3≥

1-p2-c三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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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5 霸主国选择“守信不战,背信战”时崛起国的策略

1-p3-c三3≥1-p2-
c三2≥1-x小 ≥1-
x大,即不论看到何信

号,第三国均对抗

1-p3-c三3≥1-x小≥1-

p2-c三2≥1-x大,1-p3-
c三3≥1-x小≥1-x大≥1-

p2-c三2,1-x小≥1-p3-
c三3≥1-x大≥1-p2-c三2,

1-x小≥1-p3-c三3≥1-

p2-c三2≥1-x大,即 看 到

“不守信用”信号时第三国对

抗,看到“重视信誉”信号时

第三国接受

1-x小 ≥
1-x大≥1-

p3 -c三3 ≥
1-p2-c三2,

即不论看到

何 信 号,第

三国均接受

维持现状国发送

信号“重视信誉”
时的收益

p2-c崛2 x小 x小

维持现状国发送

信号“不守信用”
时的收益

p3-c崛3 p3-c崛3 x大

挑战现状国发送

信号“重视信誉”
时的收益

p2-c崛2 x小 x小

挑战现状国发送

信号“不守信用”
时的收益

p3-c崛3 p3-c崛3 x大

崛起国的选择

不论是维持现状国还

是挑战现状国,均“重
视信誉”

当x小≥p3-c崛3,崛起国选

择“重视信誉”,当x小<p3-
c崛3,崛起国选择“不守信用”

不论是维持

现状国还是

挑 战 现 状

国,均“不守

信用”

(3)
 

-c观众-c支持+[1-s(守信)](-δ×c机会)≥-c观众-c支持+[1-

s(背信)](-δ×c机会)≥1-p3-c霸3,即不论霸主国看到的信号是“重视信

誉”还是“不守信用”,霸主国都不参战。则在看到“重视信誉”的信号后,当

1-p2-c三2≥1-x小 时,第三国会选择对抗;在看到“不守信用”的信号后,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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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p2-c三2≥1-x大 时,第三国会选择对抗。由于x大>x小,则存在三种情

况:1-p2-c三2≥1-x小≥1-x大;1-x小≥1-p2-c三2≥1-x大;1-x小≥

1-x大≥1-p2-c三2。

表6 霸主国不参战时崛起国的策略

1-p2-c三2≥1-x小≥
1-x大,即 不 论 看 到

何信号第三国均对抗

1-x小≥1-p2-c三2≥
1-x大,即看到“重视

信誉”信号第三国接

受,看 到“不 守 信 用”
信号第三国对抗

1-x小 ≥1-x大 ≥
1-p2-c三2,即不论

看 到 何 信 号 第 三 国

均接受

维持现状国发

送信号“重视信

誉”时的收益

p2-c崛2 x小 x小

维持现状国发

送信号“不守信

用”时的收益

p2-c崛2 p2-c崛2 x大

挑战现状国发

送信号“重视信

誉”时的收益

p2-c崛2 x小 x小

挑战现状国发

送信号“不守信

用”时的收益

p2-c崛2 p2-c崛2 x大

崛起国的选择 各种策略间无差异

当x小 ≥p2-c崛2,崛
起国选择“重视信誉”;
当x小 <p2-c崛2,崛
起选择“不守信用”

不 论 是 维 持 现 状 国

还是挑战现状国,均
“不守信用”




